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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精特新”企业突破式创新的组态分析与范式选择

夏清华,  朱    清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 突破式创新是企业获取持续竞争优势的根本路径，对于产业结构升级与解决关

键技术领域“卡脖子”问题具有重大意义。已有研究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形成条件与作用机制

缺乏深入探讨。本文基于“技术—组织—环境”框架，以126家“专精特新”企业为案例，运用模糊

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探讨供给侧技术条件、需求侧组织条件、外部环境条件对“专精特新”企

业突破式创新绩效的联动效应，探索性地识别出四类突破式创新范式：外驱双元型、内驱吸收

型、外驱攻关型和内外双驱型。另外，存在三条路径将导致“专精特新”企业非高突破式创新绩

效。研究发现：（1）单一条件并不构成“专精特新”企业高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2）“专精

特新”企业突破式创新背后是多条件的协同作用，各条件的有效结合以“殊途同归”的方式提升

突破式创新绩效。（3）“专精特新”企业应根据供应链关系与能力禀赋，致力于技术资源、组织需

求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协同匹配，选择恰当的创新范式。研究结论有助于加深对“专精特新”企业

突破式创新绩效提升路径的理解，为“专精特新”企业的进一步成长以及破解“卡脖子”难题提

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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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近年来，国际形势日益严峻，中国本土制造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
的弊病逐渐凸显。“卡脖子”的破解要求创新生态系统的主体——企业，重视突破式创新（谭劲

松等，2022）。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着力培育“专精特新”企业，以增强制造业核心竞争

力。“专精特新”，即“专业化、精细化、特色化和新颖化”。以“专精特新”企业为代表的科技型中

小企业在突破式技术创新过程中能够发挥关键作用并不断驱动技术的迭代升级（陈劲等，

2020；柳卸林等，2017）。在中国经济发展范式“脱虚向实”的大背景下，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
业对解决关键技术领域“卡脖子”的问题有重大意义（李平和孙黎，2021；葛宝山和赵丽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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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在复杂的环境中，“专精特新”企业如何制定创新战略、配置有限资源，进而提升突破式

创新绩效，是现阶段亟需回答的重要问题。尤其考虑到“专精特新”企业在资源禀赋和发展环境

上的巨大差异，可供突破式创新实现的要素在企业间分布不均。这就要求管理者能够有效识别

出影响突破式创新绩效的条件组态，并以此为基础，结合特有情境选择恰当的创新范式。

基于双元创新理论，技术创新可以按照创新程度区分为渐进式创新与突破式创新

（Ettlie等，1984）。其中，渐进式创新是基于对原有技术的改进，属于持续性改善行为，而突破式

创新基于新的概念或技术范式，属于未知领域的探索行为。突破性创新使企业能够挑战现有的

技术秩序，塑造新的技术轨迹，带来业务增长与升级（Burgelman，1983）。技术变革与市场动荡

要求“专精特新”企业主动嵌入创新网络并开展突破式创新，但是突破式创新高资源消耗与高

不确定性的特征也使得其提升变得尤为困难（Srivastava和Gnyawali，2011）。已有学者从资源

基础观与知识基础观出发，提出组织网络构建、跨界知识搜寻等提升突破式创新绩效途径（王

建平和吴晓云，2017；Singh等，2021）。然而，一方面，相关文献囿于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很难

深刻理解和阐释突破式创新成果的产生机制，提升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的驱动路径仍然模糊

不清。另一方面，相关文献忽略了“专精特新”企业的重要性与参考价值。“专精特新”企业相关

研究主要为探索性的案例研究或政策分析，关注技术因素或环境因素的独立作用，限制了对其

突破式创新绩效差异背后技术、组织和环境等多重因素间协同匹配效应的深刻理解。

不同因素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不是孤立的，它们之间会通过联动匹配产生不

同组合影响突破式创新绩效。因此，借助“组态视角”开展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不同企业突破式

创新背后复杂机理的理解。本文参考“技术—组织—环境”（Technology-Organization-
Environment，简称 TOE）框架，遵循“供给侧—需求侧—外部环境”的理论脉络，构建影响“专精

特新”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的研究框架，并基于126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突破式创

新的具体实践，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简称

fsQCA）方法探讨导致企业间突破式创新绩效差异化的条件组态与影响机理。本文试图解决下

面2个问题：（1）存在哪些条件组态以“殊途同归”的方式提升“专精特新”企业的突破式创新绩

效？（2）“专精特新”企业有哪些独特的突破式创新范式？本文有助于拓宽双元创新相关研究的

视角，并加深对“专精特新”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决定因素与驱动路径的理解，为培育“专精特

新”企业以及破解“卡脖子”难题提供理论依据。

二、  文献回顾与研究框架

（1）突破式创新的研究进展

创新的本质是识别和利用机会创造产品或服务，按照创新的程度差异，可分为突破式创新

和渐进式创新两类（Dewar和Dutton，1986）。两类创新的基因不同，在技术不确定性程度、开发

时间和开发过程的复杂性方面存在明显差异(Parida等，2012)。其中，突破式创新被定义为产

品、流程、技术、组织结构等方面发生的根本性变化（Subramaniam和Youndt，2005；Forés和
Camisón，2016）。突破式创新的基础是新方法或新材料，和创新主体的搜寻行为与吸收能力密

切相关(Flor等, 2018)。这些新方法或新材料可能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知识库，也可能来自现有

知识库与新知识流的创新性重组（Hill和Rothaermel，2003）。已有文献主要关注突破式创新的

判定标准及其绩效的影响因素。

关于突破式创新的判定标准，国外学者倾向于采用不同方法、从不同视角出发判定突破式

创新，主要集中于技术或者市场两个维度。Wu等（2019）认为专利引用数越高意味着其价值越

高，将专利引用频率排名在前3%的专利视为突破式创新；Zhou和Li（2012）认为突破式创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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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定应该通过消费者衡量，采用焦点小组访谈与专家判定法确定相关品牌是否实现了突破式

创新。国内关于突破式创新的研究起步较晚，学者们倾向于将实用新型专利与外观设计专利视

为渐进式创新，将发明专利视为突破式创新（张峰等，2019；蒋舒阳等，2021）。由此可见，突破式

创新的判定标准仍未达成统一，需要研究者依据研究对象做出针对性的判断。

明确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有助于解决 “怎样才能实现突破式创新？”的问题。相关

文献主要从知识基础理论与组织网络理论出发，从技术供给与市场需求层面探索影响突破式

创新绩效的因素。知识基础理论相关文献表明，新技术领域与原有技术领域之间的知识耦合正

向影响企业的突破式创新（于飞等，2018）；跨界知识搜寻对突破式创新具有促进作用（王建平

和吴晓云，2017），但是知识搜寻深度及宽度对突破式创新作用的方向与强度，现有研究仍然存

在争议（Flor等，2018；Troilo等，2014）。在组织网络理论相关文献中，Kobarg等（2019）研究发现

组织间项目合作的广度与突破式创新呈倒U型关系；邓渝（2016）指出市场导向伙伴选择将促

进突破式创新。上述文献发掘了部分关键因素的独立作用或两两交互作用，为探究影响突破式

创新绩效的前因条件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实证证据与理论启示。

然而，“突破式创新的主体是谁？”这一问题仍然有待探究。虽然突破式创新的主体是企业

而非个人及公共组织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但仍然存在着 “大小之争”。部分学者认为中小企

业更有意愿开展突破式创新，例如，Simon等（2002）指出高收益和竞争优势能将中小企业“吸
引”至突破式创新的赛道，因此中小企业往往更关注突破式创新。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突破式创

新“排斥”中小企业而“接纳”大型企业。例如，Bao等（2012）指出，已有研究的样本选择暗示着突

破式创新的主体为大型企业。值得注意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强调中小企业在突破式创新

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技术密集型中小企业在特定的利基领域能够达到世界级的水平

（Sawers等，2008），不仅是技术进步的跟随者，更能成为技术变革的引领者。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认定，专注于细分市场、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掌握关键核心技

术、质量效益优。这些企业在细分赛道已逐步掌握产业核心资源技术，为其进一步获取独特的

知识或完成现有知识的创新性重组—突破式创新打下了坚实基础。专精特新“小巨人”应当在

突破式创新中“大有作为”，成长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重要力量。

（二）“专精特新”企业突破式创新模型构建

已有研究在丰富和加深人们对突破式创新的理解上做了诸多有益的探索，为本文的模型

构建提供了一定启示。基于上述文献回顾可以明确，突破式创新实现的过程往往涉及多主体、

体现在多层面且影响因素众多，属于复杂性问题的范畴。对于复杂问题的揭示需要从组态视角

出发，从多样的组态中找到循环模式（Holland, 2014）。但已有文献主要基于要素视角，检验单

一因素的净效应，忽视了对突破式创新驱动机制的整合分析，缺乏对各条件之间协同效应的系

统探讨。此外，作为新兴政策概念与既有实践现象，“专精特新”企业需要学术界予以充分的关

注。但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针对“专精特新”企业的研究尚处于初步探索阶段。T型战略理论

表明，以“专精特新”企业为代表的精一赢家具备上游的规模效应和下游的组合效应，具体表现

为“深挖洞”——纵向深耕单一聚焦领域；“广积粮”——横向扩展多元化市场应用场景（李平和

孙黎，2021）。在“专精特新”企业的实践场景下，如何“深挖洞”的问题有待回答，影响突破式创

新绩效的作用条件和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厘清，尤其是研发与营销能否互为杠杆推动“专精特

新”企业突破式创新是一个尚未被探索的话题。

TOE（技术—组织—环境）框架作为一个有效的分析工具，涵盖了变革背景下的广泛视角，

最初用于研究新兴技术应用和扩散（Tornatzky和Fleischer，1990），目前已逐渐拓展至众多研究

领域。值得指出的是，TOE框架具有高度概括性，但缺乏典型性，相关条件的选择需要学者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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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问题、新对象、新情境进行细化处理和严谨论证。突破式创新相关文献聚焦于技术（供给侧）

和市场（需求侧），并关注外部环境的作用（Zhang等，2021)，TOE 理论框架在突破式创新主题

的研究方面具备适用性和匹配性。首先，突破式创新往往偏离已有技术轨迹，具有探索性特征，

因而技术资源的供给是企业突破式创新差异的关键条件。其次，相较于渐进式创新，突破式创

新具备更突出的“三高一长”特征（高风险、高投入、高回报和长周期），“专精特新”企业需要考

虑组织的市场需求，关注相关条件是否有利于突破式创新的开展。再次，开展突破式创新将不

可避免地受到外部环境的制约或催化。因此，本研究基于 TOE 分析框架，将突破式创新与“专
精特新”企业实践相结合，关注突破式创新的供给侧、需求侧与外部环境，构建了影响“专精特

新”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的理论模型框架，如图1所示。
 
 

专精特新企业
突破式创新绩效

技术条件

自主研发
外部引进

组织条件

营销能力
客户集中度

环境条件

行业不确定性
营商环境

联动匹配

联动匹配 联动匹配

图 1    研究框架
 

1.技术条件。具体包括自主研发和外部引进两个二级条件，反应了企业的技术资源供给侧

差异。聚焦于突破式创新，相关文献表明，自主研发和外部引进体现了不同的资源结构与知识

搜寻模式，其中自主研发式突破式创新主要依赖自身的资源积累，而外部引进式突破式创新主

要依赖资源获取（Li等，2017）。实践之中，“专精特新”企业面临理论上双元性的技术创新路径

选择：自主研发或外部引进（徐宁等，2019）。自主研发和外部引进两种技术创新路径将企业暴

露在不同的风险水平下，其中，自主研发指依靠企业内部资源进行研发。刘小鲁（2011）基于中

国工业企业的数据，证明自主研发对于技术进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内部自主研发具有

较高风险，随着技术复杂度的提高以及技术变革的加快，企业很难单纯依靠内部资源进行研

发。企业寻求外部知识源，开展外部技术引进有助于获取创新收益、提高新产品开发效率、提升

企业创新绩效（Brunswicker和Vanhaverbeke，2015），但也可能由于过度依赖外部技术造成企业

核心竞争力的缺失。自主研发与外部引进均是企业实现技术追赶与创新增长的重要渠道，两类

渠道均能够提升企业的突破式创新绩效，但企业需要结合自身资源与能力，推行差异化、多层

次的创新战略（Li等，2017）。
2.组织条件。具体包括营销能力和客户集中度两个二级条件，体现了组织的市场需求侧差

异。“专精特新”企业有必要关注创新需求侧的一种关键能力（营销能力）和一种重要关系（客户
 

“专精特新”企业突破式创新的组态分析与范式选择
23



集中度），两个二级条件决定了“专精特新”企业与客户建立链接的能力以及客户的构成状态。

营销能力与突破式创新之间关系在理论界仍然存在争议。T型战略理论表明，研发与营销两大

职能能够互为杠杆，其有效的循环可以形成组织的动态能力（李平和孙黎，2021）。本研究尝试

验证对于“专精特新”企业而言，研发与营销能否互为补充以驱动其突破式创新绩效。客户集中

度既反映了企业的关系嵌入，也表明了企业对客户的依赖程度。已有研究关注客户集中度对供

应商研发创新投入、知识搜寻行为等的影响（Zhong等，2021）。在实践方面，“专精特新”企业主

要分布在“五基”领域——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材料、基础工艺、基础装备、基础软件，为大

企业、大项目、产业链提供配套产品或服务（李平和孙黎，2021）。“专精特新”企业能够作为“谁”
的供应商对于其知识管理、竞争优势获取、价值链攀升等方面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客户集

中度对“专精特新”企业开展突破式创新具有重要影响。

3.环境条件。具体包括行业不确定性和营商环境两个二级条件，表明“专精特新”企业的外

部环境差异。本文重点关注行业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营商环境水平。行业环境的不确定性由市

场需求变化、市场竞争加剧、突发性事件等诸多不确定因素决定（刘婧等，2019）。突破性创新需

要异质性的资源与信息，是一种高风险的创新活动，不确定性与突破式创新的关系在学界存在

争议。当企业面临行业不确定性很高的时候，一方面，获取资源和信息的能力将受到一定限制

（严若森和华小丽，2017）；另一方面，行业环境的动荡容易引致管理者短视行为，进而抑制企业

的突破式技术创新。但也有研究表明，不确定较高的环境也可能激发创新活力，加速企业的突

破式创新（袁建国等，2015）。开展突破式创新，处于不同行业的“专精特新”企业究竟是拥抱不

确定性还是规避不确定性尚未被回答。营商环境也是决定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的重要因素。优

化营商环境能显著提高企业创造力以及创业活跃度（杜运周等，2020），有助于提高企业风险承

担水平（夏后学等，2019），进而促进企业的突破式创新。事实上，在中国情境下，政府应该扮演

什么样的角色才能促进突破式创新，处于不同营商环境下的“专精特新”企业提升突破式创新

绩效的路径是否有差异性，均是需要理论与实践中需要回答的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已有研究为技术、组织、环境与“专精特新”企业突破式创新之间的关系提

供了理论支撑。然而，影响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多元复杂路径有待进一步挖掘。首先，不同要素之

间往往存在替代或互补关系，相互影响，存在可能的悖论。例如，陈锟和于建原（2009）认为处于

较低不确定性的行业环境中，企业需要不断提高营销能力，并选择渐进式创新；而在较高不确

定性的行业环境中，营销能力弱的企业更容易通过突破式创新获得竞争优势。其次，不同细分

行业由于产业类型、生命周期的差异，需要不同条件的差异性配置。“专精特新”企业的培育方

向为“中国制造2025”的十大重点产业领域，基本为技术密集型产业，但是仍然可以依据产业成

长阶段分为成长期产业和成熟期产业；依据产业组织结构类型分为垄断性产业和竞争性产业，

对技术、组织、环境有着差异性的需求（于明远和范爱军，2018）。因此，“专精特新”企业的突破

式创新绩效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且不同因素间将不同程度地耦合互动。综上所述，

本研究将3个层面的6个前因条件共同纳入研究框架，采用fsQCA 方法，尝试厘清多层次要素

之间的互补替代关系，为“专精特新”企业突破式创新的范式选择提供方案。

三、  研究设计

（一）定性比较分析

QCA方法作为一种突破传统定量及定性研究局限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已被广泛应用于

管理学研究（杜运周等，2021）。本文从组态视角出发，使用fsQCA方法检验自主研发、外部引

进、营销能力、客户集中度、行业不确定性、营商环境6个解释因素如何相互作用而共同影响“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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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特新”企业的突破式创新绩效。方法选择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1）定性比较分析能够探

索特定现象背后的“联合效应”与“互动关系”（Ragin，2008），与本文尝试探索中国“专精特新”
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背后多元复杂作用机制的研究主题高度契合。（2）本文聚焦126家“专精特

新”企业，样本数量的有限性以及数据的可得性使得难以通过传统统计方法得出稳健的结果。

本研究样本量适中，样本数据涵盖各细分行业代表性“专精特新”企业，与传统统计分析方法相

比，QCA方法更为适用。（3）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相较于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csQCA)和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mvQCA)具有更高的数据精准度和更强的场景应用性。

（二）数据构建

1.数据收集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2019—2022年先后认定并公布了四批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
业名单。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专注于细分市场、创新能力强、市场占有率高、掌握关键核心技

术并且质量效益优，是中小企业中的佼佼者。截至2022年，其中719家企业在A股上市。考虑到

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以719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上市企业为初始样本集，对其2016—2020年
的专利研发、供应链服务等方面的数据进行统计、观测，剔除观测期内出现ST情况的企业，并

确保样本企业存在一定的创新节奏（Guo和Ding，2019）。需要指出的是，大量“小巨人”企业于

近两年上市，导致了一定程度上数据的损失，最终样本为126家企业，分布在机械设备、医药生

物、计算机、通信、电子等行业，其细分市场的占有率在全国名列前茅或全省前三名，研发实力

强且均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与科技成果。在定性比较分析中以相关企业2020年的数

据为基准。企业研发、营销、供应链、财务、创新成果等数据来自国泰安上市公司数据库以及

CNRDS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另外，创新成果相关数据通过中国知识产权网站与企查查进

行核准与补充。营商环境数据来自《中国省份营商环境研究报告2020》。
2.测量与校准

本研究采用直接法将变量校准为模糊集。参考先前的研究（Fiss，2011；Greckhamer，
2016），本文将完全隶属、交叉点和完全不隶属的3个校准点分别设定为案例样本描述性统计的

上四分位数（75%）、中位数与下四分位数（25%）。非高突破式创新绩效的校准通过取高突破式

创新绩效的非集实现。各变量校准锚点及描述性统计详见表1。
 

表 1    条件和结果的校准

　 条件和结果
模糊集校准 描述性统计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结果 突破式创新绩效 2.75 1 0 2.07 3.21 0 15

技术条件
自主研发 0.1033 0.0643 0.0445 0.081 0.056 0.015 0.390
外部引进 0.0094 −0.0002 −0.0019 0.004 0.049 −0.335 0.367

组织条件
营销能力 0.2241 0.2 0.1826 0.204 0.034 0.13 0.35

客户集中度 0.4518 0.3024 0.1808 0.33 0.175 0.058 0.930

环境条件
行业不确定性 0.0417 0.0237 0.0144 0.033 0.027 0.003 0.144

营商环境 67.93 63.20 54.36 60.85 9.70 37.92 78.23
 
 

结果。本研究参考刘春林和田玲（2021）的数据测量方式，通过CNRDS平台匹配样本企业

在2020年发明专利申请最终获批量，并结合中国知识产权网站手动补充并验证，作为衡量企业

突破式创新绩效的最终结果测度。首先，区别于专利申请量、专利获得量与研发投入，专利申请

获批量更能体现出样本企业在观测年度技术方面的“实质性创新”（刘春林和田玲，2021）。此
外，相较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发明专利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及创新价值，往往需要原创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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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的整合，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产品技术的新突破，既是对现有知识系统的重大变革（张峰等，

2019），符合本研究从技术角度对突破式创新的定义。

技术条件。技术条件反映了企业突破式创新供给侧的状态。基于双元理论，“专精特新”企
业实现突破式创新的两条路径可以分为内部自主研发与外部技术引进，前者侧重于创新资源

积累，而后者侧重于创新资源获取（Li等，2017）。自主研发与技术引进分别依靠企业内部或外

部的知识基础，不同的知识来源会对企业当下以及未来的突破式创新绩效有所影响。其中，自

主研发采用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的百分比测量；技术引进的测量采用公司无形资产与商誉的

增量与总资产之比测量（徐宁等，2019）。
组织条件。组织条件刻画了企业突破式创新需求侧的情况。本研究关注“专精特新”企业突

破式创新需求侧的一种关键能力（营销能力）和一种重要关系（客户集中度）。营销能力的测量

参考成熟的测量方法（顾雷雷和欧阳文静，2017），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进行计算，该函数体

现了特定的技术条件和生产要素组合下，企业投入组合与最大产出量之间的函数关系，通过收

集样本企业的销售费用、企业管理费用、应收账款、无形资产等数据进行测算。客户集中度与已

有文献保持一致（杨金玉等，2022），通过前五大客户销售额的占总销售额的比例度量。

环境条件。环境条件体现了与企业突破式创新息息相关的外部环境。行业不确定性主要反

映为公司的业绩波动，可以采用ROA、销售收入的标准差衡量（严若森和华小丽，2017），本研

究采用企业近5年ROA的标准差来衡量；样本企业所在地域营商环境的测量根据2020年北京

大学与武汉大学联合发布的《中国省份营商环境研究报告2020》，各个省份营商环境的总分由

市场环境、政务环境、法律法规环境以及人文环境四个子环境加权所得，报告的基础数据源自

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等权威渠道。

四、  数据分析与实证结果

（一）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参考已有的QCA文献，首先对前因条件与结果条件进行“必要性”检验。必要性条件是结果

发生时始终存在的条件，其判定主要依据一致性水平。当某个条件变量一致性水平大于0.9时，

称为对应结果的必要条件（Ragin，2008）。表2为通过fsQCA 3.0软件得出高水平/非高水平突破

式创新绩效必要性分析的结果。由表2可知，条件的一致性水平均小于0.9。表明单个条件不是

产生“专精特新”企业高水平和非高水平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
 

表 2    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

条件
高突破式创新绩效 非高突破式创新绩效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高自主研发 0.642 0.638 0.472 0.462

非高自主研发 0.469 0.427 0.621 0.649
高外部引进 0.573 0.579 0.492 0.543

非高外部引进 0.525 0.491 0.611 0.607
高营销能力 0.561 0.539 0.564 0.572

非高营销能力 0.544 0.518 0.552 0.548
高客户集中度 0.573 0.543 0.536 0.531

非高客户集中度 0.521 0.592 0.545 0.591
高行业不确定性 0.581 0.564 0.562 0.577

非高行业不确定性 0.544 0.527 0.573 0.581
高营商环境 0.578 0.594 0.476 0.492

非高营商环境 0.519 0.462 0.623 0.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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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条件组态的充分性分析

不同于单个条件的必要性分析，组态分析旨在揭示由多个条件构成的不同组态引致结果

产生的充分性。参考已有研究（杜运周等，2020），本研究将原始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案例频

数阈值设定为 1，PRI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7。由于“专精特新”企业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6个条件

与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关系尚未达成一致结论，本研究假设TOE框架下的6个条件“存在”或“缺
失”均可贡献高突破式创新绩效。fsQCA 3.0的充分性分析将输出复杂解、简约解与中间解。同

已有研究保持一致（杜运周等，2020；Fiss，2011），充分性分析主要汇报中间解，辅以简约解。

表3为6个条件对“专精特新”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的组态分析结果。
 

表 3    “专精特新”企业高水平突破式创新绩效组态分析

　 　 外驱双元型 内驱吸收型 外驱攻关型 内外双驱型
　 　 组态1 组态2 组态3 组态4 组态5

技术
自主研发 ● ● ● ●
外部引进 ● ● ● ⊗ ●

组织
营销能力 ⊗ ⊗ ● ●

客户集中度 ● ● ⊗ • ●

环境
行业不确定性 ⊗ ⊗ ● ● •

营商环境 ⊗ ● ⊗ ●
一致性 0.897 0.855 0.832 0.847 0.861

原始覆盖度 0.183 0.231 0.147 0.104 0.115
唯一覆盖度 0.051 0.073 0.093 0.091 0.088

总体解的一致性 0.794
总体解的覆盖度 0.368

　　注：●代表核心条件存在，⊗ 代表核心条件缺失，•代表辅助条件存在，⊗ 代表辅助条件缺失。空白代表
条件可存在也可不存在。
 
 

表3显示，共存在5种组态引致“专精特新”企业高突破式创新绩效，可被视为充分条件组

合。基于核心条件的相似程度，本研究将5种组态命名概括为4类范式：“外驱双元型”“内驱吸收

型”“外驱攻关型”和“内外双驱型”。命名遵循“简洁地表达”“捕捉整体”和“唤起组态的本质”的
三大原则（Furnari等，2020），核心的归纳机理为：“内驱”重点表现为供给侧的技术条件发挥核

心作用；“外驱”重点表现为需求侧的组织条件发挥核心作用；“双元”“吸收”“攻关”的区分用以

更加具体地反应企业技术资源结构与知识搜寻模式。外驱双元型创新范式包括组态1和组态2；
内驱吸收型创新范式为组态3；外驱攻关型创新范式为组态4；内外双驱型创新范式为组态5。针
对上述多重路径与复杂关系，本研究将在“理论解释和案例分析”部分，基于“专精特新”企业案

例，对上述4类、5种组态进一步分析。

此外，考虑到QCA方法所具有的因果非对称性，本文对导致非高突破式创新绩效的组态

做出了补充分析。表4显示，共存在3种组态引致“专精特新”企业非高突破式创新绩效。组态6表
明，“专精特新”企业在高不确定的行业环境和亟需改善的营商环境中，不具备自主研发能力和

营销能力，其创新战略将趋向于“去突破式”；组态7表明，缺乏较高水平营商环境和客户集中度

的保障，实施封闭式创新战略，将导致T型战略失灵；组态8表明，在非高行业不确定性、高营商

环境、高客户集中度的条件下，“专精特新”企业虽然在积极拓宽其服务导向的“护城河”，但是

忽视了技术导向的“护城河”，表现为减少技术创新方面的投入，成为“温室花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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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专精特新”企业非高水平突破式创新绩效组态分析

　 　 组态6 组态7 组态8

技术
自主研发 ⊗ ● ⊗
外部引进 ⊗ ⊗

组织
营销能力 ⊗ ● ●

客户集中度 • ⊗ ●

环境
行业不确定性 ● ⊗ ⊗

营商环境 ⊗ ⊗ ●
一致性 0.924 0.911 0.891

原始覆盖度 0.125 0.085 0.081
唯一覆盖度 0.084 0.060 0.038

总体解的一致性 0.911
总体解的覆盖度 0.228

　　注：●代表核心条件存在，⊗ 代表核心条件缺失，•代表辅助条件存在，⊗ 代表辅助条件缺失。空白代表
条件可存在也可不存在。
 
 

（三）稳健性检验

参考已有文献（杜运周等，2020；张明等，2019），本研究采用调整一致性阈值与案例频数的

方法对产生高水平突破式创新绩效的组态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将原始一致性阈值提升为

0.85，产生的组态结果与表3保持一致，仅一致性与覆盖度发生微小改变；其次，将PRI一致性提

升为0.75，产生的组态结果也基本一致；最后，将案例频数调整为2，真值表未发生变动。说明本

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稳健性。

五、  理论解释与案例分析

fsQCA 识别出影响“专精特新”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的5种组态，表明驱动“专精特新”企业

突破式创新存在多条路径。基于5种条件组态核心条件、辅助条件的异同，本文将其概括为4类
突破式创新范式：“外驱双元型”“内驱吸收型”“外驱攻关型”“内外双驱型”。四类组态的共性

均涉及技术、组织、环境三类条件的共同作用。这说明，突破式创新是复杂性现象，基于组态视

角探讨技术供给、组织需求与外部环境共同影响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的耦合作用机制是必要

的，并将在一定程度上重构关于突破式创新的理解。考虑到不同组态之间的差异性，本文将基

于具体的“专精特新”企业案例对4类突破式创新范式进行更加深入的分析。

从外驱双元型突破式创新的组态结果可以发现，“专精特新”企业获得突破式创新存在两

种可能的路径。这两种路径的共同点是“专精特新”企业同时采用自主研发与外部引进策略，客

户集中度较高，并且其所属行业存在较低的不确定性。在此类范式下，即使营销能力有所欠缺

处于有待优化的营商环境下，“专精特新”企业依然可以实现突破式创新。具体地，Zhong等
（2021）关注组织搜寻行为的需求侧，发现较高水平客户集中度将增加企业的搜寻深度，而减少

其搜寻广度，为其知识库已有知识的创新性重组提供资源和方向。当“专精特新”企业作为上游

供应商，与客户之间存在“强”关系时，同时开展自主研发与外部引进，能够极大程度地发挥技

术的规模效应，促进企业在原有技术领域的深耕与突破。例如，APGD是一家从事制造光机电

一体化产品的企业，所处细分行业光电测控仪器设备，主要从事军事信息化建设。在技术供给

方面，APGD积极开展自主创新与合作研发；在组织需求方面，其前五大客户合计销售金额占

年度销售总额达52.46%；在环境因素方面，在当前的国家战略背景下，军工行业是少有受宏观

经济影响较小的行业，不确定性较低。目前，APGD已参与过诸多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从技术突

破和产品服务上主导了国内国防光电测控仪器设备的升级和更新换代。这充分体现了“专精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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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企业可以经由通过组织的需求牵引（即外驱），走自主研发与外部引进并行的双元技术创新

路径，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本文将该范式命名为“外驱双元型”。
从内驱吸收型突破式创新的组态结果可以发现，处于高不确定性的行业环境和优质的营

商环境下，尽管面临市场需求侧的牵引机制失效，“专精特新”企业可以通过外部引进策略实现

突破式创新。这类突破式创新范式的显著特点是组织层面的低营销能力与低客户集中度。李平

和孙黎（2021）指出，由于产业链上游的技术共享成本较低，拥有“一技之长”的企业可以获得规

模效应；而产业链下游更强调产品、服务多元化价值带来的组合效应。ZHD是国内高精度卫星

导航定位产业的领先企业之一。在技术条件方面，ZHD密切跟踪技术创新趋势，主要通过外部

引进的方式获得异质性的知识资源；在组织条件方面，ZHD对客户的依赖程度较低，仅为

8.79%，其营销能力建设也处于行业尾部；环境条件方面，ZHD不可避免地受到了疫情蔓延、贸

易争端的影响，处于不确定性较高的行业环境，但其所处省份的营商环境建设位居全国前列。

尽管组织需求侧无法有效牵引其突破式创新，但ZHD依靠其核心技术，不断拓展其应用场景，

将其高精度定位技术应用于空间信息、航空测量、海洋探测等业务，以及下游的自动驾驶、应急

救灾等应用解决方案，实现了产业链下游的组合效应。这说明，“专精特新”企业也可以通过外

部引进的方式获得“一技之长”，不拘泥于老客户和老市场，实现吸收型技术创新和跨界市场拓

展的有机平衡（李平和孙黎，2021）。本研究将该范式命名为“内驱吸收型”。
从外驱攻关型突破式创新的组态结果可以发现，即使处于较为“恶劣”的外部环境下（高行

业不确定性+低营商环境水平），“专精特新”企业的自主研发能力与营销能力能够互为杠杆，提

升企业的突破式创新绩效，但是该组态需要较高的客户集中度作为辅助条件。Giachetti和
Mensah（2023）指出企业必须结合突破式创新与渐进式创新以应对技术不连续性和稳定性，其

中前者有益于保持技术不连续性阶段的竞争优势，后者有益于技术稳定性时期的竞争优势维

持。“专精特新”企业应如何在不连续性的技术竞赛中取得胜利，该组态为回答这个问题提供了

可能的答案。例如，XYGF是以锂电池检测系统为核心的智能制造解决方案供应商。在技术条

件方面，该企业的研发模式可以概括为市场部门“先行”——评估、调研、立项、反馈，研发部门

“跟随”——团队搭建、自主研发、技术突破；组织条件方面，XYGF公司与下游客户深度合作，

不断完善营销网络布局，目前公司的客户主要包括宁德时代、比亚迪等“大龙头”企业；关于环

境条件，该企业所处的锂电池设备行业属于市场化程度较高、竞争较为激烈的行业，且其所处

地理位置的营商环境有所欠缺。实践表明，虽然一些“专精特新”企业不具备地理位置优势与行

业环境优势，但依靠高水平的营销能力支撑的需求牵引，通过持续性、高强度的自主研发攻关，

实施T型战略（同时注重研发与营销），能够获得技术机会窗口，突破国外企业在相关领域的技

术垄断，避免被国外封锁与“卡脖子”的可能性。本研究将该范式命名为“外驱攻关型”。
内外双驱型突破式创新的组态结果揭示了“专精特新”企业获得突破式创新的另外一条可

能的路径。这种路径下的“专精特新”企业处于具有适当不确定性的行业环境与健全的营商环

境中，同时投入自主研发与外部引进，拥有较强的营销能力和较高的供应链关系嵌入，实现了

突破式创新的“内外双驱”。Wang等（2022）发现了组织需求侧的“双刃剑”效应：一方面，服务化

水平提高有助于企业寻找潜在的创新机会，提升突破式创新绩效；另一方面，服务化水平超过

特定阈值将使企业“过度嵌入”，进而抑制突破式创新绩效。本组态表明，“专精特新”企业可以

有效实现突破式创新的“内外双驱”，适当的不确定性环境与健全的营商环境将弱化“过度嵌

入”问题。具体地，案例企业GHT：在技术供给侧，GHT研发人员占比达到60%以上，通过多种方

式展开创新活动；在组织需求侧，GHT的客户集中度达66.82%，营销投入不断扩大；在外部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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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层面，GHT位于广东省深圳市，营商环境建设位于我国前列，为其技术突破提供了充足的制

度保障。目前，GHT在无线通信技术领域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专业产品与解决方案，获得了核

心技术优势和可持续研发优势。在健全的营商环境中，部分“专精特新”企业能够兼顾、平衡突

破式创新供给侧与需求侧，形成独特的动态能力（李平和孙黎，2021），进而掌握核心技术。本研

究将该范式命名为“内外双驱型”。

六、  结论、讨论与展望

（一）结论

本文首次运用fsQCA方法以我国126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为案例进行条件组态分析，

探究技术、组织和环境因素对其突破式创新绩效的联动效应与驱动路径，揭示了供给侧、需求

侧、外部环境共同影响“专精特新”企业高突破式创新绩效的组态效应。研究发现：第一，技术、

组织、环境因素均不能单独作为“专精特新”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的必要条件。“专精特新”企业

高水平突破式创新绩效存在5条驱动路径，可归纳为4种创新范式：外驱双元型、内驱吸收型、外

驱攻关型与内外双驱型。另外，存在3条路径将导致“专精特新”企业非高突破式创新绩效。第

二，“专精特新”企业的突破式创新背后是多因素的协同作用，各因素的有效结合以“殊途同归”
的方式提升突破式创新绩效。例如，在不确定性较高的行业环境与亟待改善的营商环境中，“专
精特新”企业可以通过自主研发攻关与营销能力建设，突破环境条件的限制。第三，由于组织条

件与环境条件的差异，仅仅依靠自主创新并非“灵丹妙药”，部分“专精特新”企业需要适当地开

展技术外部引进，丰富企业的知识库，为突破式创新打下基础。另外，并非所有“专精特新”企业

都“拥抱”不确定性，政府各相关部门应致力于维护稳定的行业环境与健康的营商环境，为“专
精特新”企业的突破式创新保驾护航。

（二）讨论

1.理论贡献

本研究主要的理论贡献有以下两点：

第一，借鉴技术创新领域的既有成果，结合“专精特新”企业的创新实践，提出了突破式创

新绩效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将突破式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研究从关注供给侧、需求侧等单一视角

转向技术、组织与环境联动作用的整体视角。本研究从“组态视角”出发，基于 TOE 框架，分析

了技术供给、组织需求、外部环境等多重条件在推动“专精特新”企业突破式创新过程中的协同

效应与联动匹配，解释了突破式创新背后的“因果复杂性”。另外，本研究揭示了自主研发、外部

引进、营销能力、客户集中度、行业不确定性与营商环境对“专精特新”企业突破式创新的组态

效应，探索性地识别出推动“专精特新”企业突破式创新的范式选择方案，并比较了这些方案的

前因条件和组态差异。本文研究结论并不否认现有研究对突破式创新绩效的解释结果，而是从

组态的角度揭示影响“专精特新”企业突破式创新绩效的核心条件及其复杂互动机制，丰富并

解释了技术、组织、环境因素等单一因素存在的“悖论”（Christensen和Bower，1996；Ortega-
Argilés等，2009），也能为后续研究提供思路参考。

第二，将fsQCA 方法引入“专精特新”企业问题的研究中，本文对T型战略与双元创新相关

文献进行了拓展和延伸。“专精特新”企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与经济意义，亟待学界的关注与

探讨。本文以126家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对于技术、组织、环境的分析更加系

统和具体，为更具细粒度地理解突破式创新提供了理论参考。目前，针对“专精特新”企业，已有

文献主要局限于传统的定性分析，引入fsQCA方法是关于“专精特新”企业的研究方法工具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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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丰富。此外，双元创新理论聚焦于探索式创新与利用式创新的平衡（March，1991；Tushman和
O’Reilly，1996），但是忽视了营销职能对于创新活动的重要作用；T型战略理论整合了专一化

与多元化的悖论，指出研发与营销可以互为杠杆（李平和孙黎，2021），不过尚缺乏充分的实证

基础。本文考察了T型战略的应用边界与限定条件，探索了研发、营销针对突破式创新互动机

理。研究发现，技术引进式研发与营销难以形成杠杆促进突破式创新，但自主研发式创新或双

元式创新能够与营销能力互为杠杆提升“专精特新”企业的突破式创新绩效。此外，T型战略往

往在“专精特新”企业的客户集中度较高时，更有助于提升其突破式创新绩效。

2.管理启示

本研究基于技术、组织、环境条件与突破式创新绩效关系的研究，启发“专精特新”企业应

根据行业环境与营商环境现状，从“整体性”视角出发，致力于技术、组织与环境之间多重条件

的协同整合，重点把握创新范式选择与某些条件的组合优化。具体而言，研究结论为“专精特

新”企业突破式创新实践提出了3个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强化客户关系建设。对于“专精特新”企业而言，3类突破式创新

范式：外驱双元性、外驱攻关型和内外双驱型三类突破式创新范式均体现了自主研发的重要

性，在关键核心技术屡屡被发达国家“卡脖子”的时代背景下，加大自主创新是实现科技自立自

强的重要抓手。但是与此同时，外部技术引进对于“专精特新”企业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这要

求企业的决策者从权衡思维转向悖论思维。此外，组态结果也表明了客户关系建设对于突破式

创新的重要性，“专精特新”企业既有条件也有必要同时重视研发与营销两个职能，增强与下游

客户的建立链接的能力并提升其关系嵌入程度。

第二，因时制宜，“专精特新”企业有必要结合行业环境开展突破式创新。行业环境的不确

定性给企业的突破式创新绩效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当企业所处行业环境不确定性较低时，结合

自身组织条件，“专精特新”企业应遵循外驱双元型创新范式；当企业所处的行业环境不确定性

较高时，内驱吸收型、外驱攻关型、内外双驱型的创新范式将更有利于突破式创新。

第三，因地制宜，“专精特新”企业应根据所在城市的营商环境制定符合自身实际情况的创

新策略。当“专精特新”企业处于较好的营商环境中，内驱吸收型和内外双驱型的突破式创新范

式更有助于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如果“专精特新”企业所处的营商环境亟需改善，外驱攻关

型突破式创新更加奏效，这要求企业采取T型战略，大力投入自主研发的同时增强其营销能力。

（三）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考虑到不同程度的技术创新对于经济增长与知识结构贡

献的差异，尤其考虑到国家的战略需求，本研究仅关注“专精特新”企业的突破式创新，并未关

注其渐进式创新，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其平衡机制。此外，本研究未探讨非“专精特新”企业在突

破式创新方面可能具有的机制，“专精特新”企业的突破式创新范式可以在多大程度上对非“专
精特新”企业有启发仍然是一个开放性问题。另外，本研究为专精企业如何进一步纵向深耕提

供了启示，未来仍可探究如何扩展应用场景、提升开放潜力，以及企业如何通过数字化赋能研

发与营销之间的反馈、迭代，进而不断将“T”字画大。最后，本研究仅基于126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的静态数据，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结论的可推广性，并且无法获得具有“动态性”的结

论，未来可以开展时序性的定性比较分析以及大样本的面板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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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figuration Analysis and Paradigm Selection of “SRDI”
Enterprises’ Radical Innovation

Xia Qinghua,  Zhu Qi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Summary: Radical  innov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path  for  enterprises  to  obtain  sustainable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pgrading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solving
the problem of “stuck necking” in key technical fields. Existing research lacks in-depth argument on the
formation conditions and mechanism of rad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Technology-Organization-
Environment” (TOE) framework, this paper takes 126 “SRDI” (specialized-refinement-differential-
innovation) enterprises as the case, and uses the fsQCA method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supplement, organization demand,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Based on the configurational effect of rad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four types of radical
innovation paradigms are exploratively identified: external-drive ambidextrous type, internal-drive
absorptive type, external-drive breakthrough type, and internal-external-drive type. Besides, there are
three ways will cause the non-high level of rad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The commonality of the four
types of paradigms is that they all involve the combined effect of three conditions: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This indicates that radical innovation is indeed a complex phenomenon,
and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coupling mechanism between technology supply, organizational
demand,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which will to some extent reorganize the understanding of radical
innovation. Considering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four types of paradigms, this paper conducts a more
in-depth analysis on the paradigms based on the specific cases of “SRDI” enterprises.

The main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A single condition does not constitute a necessary
condition for the high rad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SRDI” enterprises. (2) Behind the radical
innovation of “SRDI” enterprises is the synergy of multiple conditions. The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various conditions can improve rad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in the way of “the same return from
different paths”. (3) “SRDI” enterprises should be committed to the synergy and integration between
technology, organization, and environment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hoose an appropriate
innovation paradigm based on supply chain relationship and capacity endowment. This paper help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n the improvement path of the radical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SRDI”
enterprises, and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further growth of “SRDI” enterprises and the
resolution of the “stuck necking” problem.

Key words: radical innovation; “SRDI” enterprises; T-strategy; fsQCA
（责任编辑：宋澄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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